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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思未来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代序

吴慰慈　 陈源蒸

一

在世纪交替之间,迎新辞旧之际,人们自然地

回顾过去,思考未来。 图书馆人也进行了研究历史

的探索,出版了一些“百年纪事”之类的著作。 但

所论多较浮浅,未能深入展开。 有的甚至叙述失

真,结论有误。 原因殊多,但史料缺失是其中之一。
由于许多图书馆是在 1990 年代左右新建的,

这些馆不仅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著作未有入藏,就
是 1980 年代的著作也收得很少。 包括一些老馆,
民国以前的著作亦是不多。 所以出现了人们比较

多的引用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阮冈纳赞的《图
书馆学五定律》,却很少引用刘国钧的《图书馆学

要旨》和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概论》,这与谢拉、阮
冈纳赞的著作在 1980 年代出版过中译本,而刘杜

二先生的旧作未曾重印有一定关系。 因此,多年以

前就有不少专家建议加强图书馆学的史料建设。
加强图书馆学史料建设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首先要摸清家底,都有哪些资料,这就要有图书馆

学专题书目与学术论文索引的编制,而且要有长期

维护机制。 然后按照对史料需要的程度,选择一些

常用的图书期刊重印,重要的学术论文则要按专题

重新编辑出版。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而又极其艰难

的基础性建设工作,做起来非常不易。
就以重印旧作来说,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著

作(不含相关学科目录学、文献学、情报学)总数有

2200 多种,当然无须全部重印。 但从中选择多少,
选择哪些,对所选著作如何评介,都是具有一定难

度的。 虽然业界学人在 2003 年就曾在编辑《当代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时即提出此事,有关人员

也曾多次商量,但终因难度较大而未能启动。 但

是,业界的需求却一直在催促我们将上世纪的图书

馆学著作重印工作尽早开展起来。
到 2010 年,有人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想法:第一

步先选出一部分著作,原样重印,不作评介;第二步

争取申请国家立项,组织专家对所选著作深入比较

研究,进行学术梳理。 目前先走第一步,这样可以

起到保存文献的作用,利于推进图书馆事业史与图

书馆学史的研究。 经与各方商定,以至今见到的国

内图书馆学人于 20 世纪出版第一部著作的时间

(1909 年)为上限,以 1999 年为下限,选择 100 种左

右作品,编成《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予以

出版。
为此,首先确定了《文库》的收录范围:以国人

在大陆地区出版的图书馆学基本理论、资源建设、
分类、编目、读者服务、文献检索、自动化与数字技

术应用研究的著作(含教材,不含论文集、工具书、
分类法等出版物)为限。 相关学科目录学、文献学

和情报学的著作一般不收,个别和图书馆学融于一

体者酌收。
随后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这一期间国内出版的

图书馆学著作信息,编成书目。 而后根据业界对于

这些著作的评价和被引用情况,提出了一份拟选书

目清单。 由出版社聘请业内专家反复进行讨论,确
定了《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的入选书目,经
作者同意后,进行编辑出版。 在文库编选过程中所

编书目也同时附印。 这就为做好图书馆学史料建

设工作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

20 世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虽只是短暂的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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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但在中国却发生了前无可比的巨大转折,经历

了三个历史进程:从清王朝末年,产生了民国,又诞

生了新中国。 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科学技术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具体在图书馆

领域,机构主体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到电子图

书馆;阅读对象的物质形态从雕版印刷的线装书,
到铅活字印刷的现代书本,再到电子出版物;书目

记录从簿本式,到卡片式,到机读式;读者服务从劝

人读书,到限制发证,到多馆通用一卡通;图书馆规

模从几十、几百个,到几千、几万个,到几十万个;办
馆理念从私家藏用,到对社会开放,到全民自由阅

读。 所有这些变化,都被记录在这一期间图书馆学

人的著述之中。 这些变化有何历史意义,对今人有

何启迪,对未来有何指津,当有待今日图书馆学人

去认识,去思考。
图书馆是社会的一部分,图书馆学研究也是

认识社会与社会认识的一部分。 无论是图书馆事

业建设,还是图书馆学研究,都与社会(图书馆的生

存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认识社会是从图书馆事业的变化与图书馆学

研究的发展,看到社会的进步、社会对图书馆产生

的作用力。
社会认识则是从图书馆事业建设规模与图书

馆学研究深度,折射出图书馆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对社会的反作用力。

图书馆是社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图书馆学

在研究如何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时候,必然要研

究如何推进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而会思考如何

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属性,也就充满了社会

科学的人文精神。 图书馆学又是实用性很强的学

科,因而又有图书馆技术的研究。
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图书的发

展变化,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发展变化,以及它们

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都需要我们认真整理、出版

和研究近百年来的图书馆学著作,这是不言而

喻的。
百年沧桑,在图书馆学著述中,不可避免地会

留下时代的烙印,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文献时

需要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

图书馆学的研究,不断从其他学科成果中吸取

养分,以推进本学科的发展,这是被图书馆学人所

认同的。 但图书馆学研究的成果,也对其他学科产

生相应的推动力,人们在这方面,认识显得有所

不足。
虽然,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基

本理念和办好图书馆的具体技术,但这些理念和方

法对其他学科,以至对整个社会,也有着积极的

意义。
以分类编目而言,其他学科也有分类的研究,

但以图书馆技术研究最为深入,成果最为丰富,对
其他学科的分类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力。 而编目则

更是图书馆独领风骚,其他学科对编目的处理基本

上采用的是图书馆技术的成果,互联网上各种元数

据处理技术,无不源于文献编目方法。
文献检索方法的深入研究与文献检索教育的

普及,是知识传播末端对前端反馈的典型表现,前
者是搜索引擎设计的基本原理,后者是互联网在我

国迅速普及的用户基础。
资源共享是图书馆学研究着力较多的方面,如

今已成为全社会普遍使用的关键词。
以上所述,在 1909—1999 年期间的图书馆学

著作中都有所涉及,在本文库的作品中,程度不同

地进行过讨论。 因此,文库对于研究图书馆学在科

学发展中的普遍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四

对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描

述。 国际上有不同流派,国内则是许多“说”,从而

对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形成

不同见解。
但是有一本书可能被忽略了,在 2200 多种图

书馆学著作中,以图书馆学为书名的,包括概论、通
论、新论、要旨、基础、讲稿等,有上百种,而以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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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技术为书名的只有前苏联青年图书馆学家克连

诺夫《图书馆技术》一种。 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是
按照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很多事情,如图书馆的保

藏、最大限度的使用图书财富、满足读者的需要,以
至图书馆的政治面貌,都要取决于图书馆技术问

题”而编写该书的。
科学技术包含有科学与技术两个层次,科学

是理论研究,探索学科的自然规律;技术是由自然

规律转化而成的知识与方法。
研究图书馆发生、发展的规律,是理论研究,属

于科学的范畴;而研究办好图书馆的具体方法,应
属于技术范畴。

这样说来,把图书馆学科分为图书馆学研究

与图书馆技术研究两个层次,是否比分为基础研究

与应用研究两个层次要好一些。 把两个层次的事

情,放在一个大的体系中,总是不太好展开。
比如,提倡图书馆学走出图书馆的“理念学

派”,批判对图书馆技术方法的研究是经验主义,而
众多图书馆实际工作人员又批判“理念学派”是脱

离实际的空话。 这是由于把两个层次研究的内容

放在一个范畴内讨论,说的不是一回事。
再如,无序资源的有序整合,是图书馆技术的

核心概念。 但若以此作为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

科的特点,则又不妥。 这方面应当怎么认识,在已

有的论著中有不少说法,需要在各方专家广泛讨论

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形成共识。 在这方面,文库的

出版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五

1909—1999 年期间,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总数,
按已有书目统计共 2266 种。 其中晚清末年 4 种,
民国时期 782 种,新中国成立后 1480 种,出版数量

分阶段计算呈上升趋势。 从分年代的统计看,发展

是不平稳的。 若画成曲线分布图,既有高峰,也有

低谷。 高峰期为 1920—1930 年代与 1980—1990 年

代;低谷期为抗战前后与“文革”前后。
高峰的出现,是在社会处于经济、文化发展时

期,是图书馆人努力的成果。 低谷则不是图书馆界

与图书馆人的自身因素。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图书馆学著作出版

数量急骤下降,出版单位与书稿被毁无数,至 1945
年后方有复苏。 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图书馆学著

作的出版,甚至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都是毁灭

性的。
“文革”前后有 16 年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数

量为“0”。 这 16 年对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破

坏性影响,比之抗战 8 年的破坏还要严重。 这不仅

是图书馆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悲剧。
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不能忘记这一惨痛的教训,并且

永远不要让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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